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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葉之路的源頭是福建和安徽，但大量的茶葉要集中到廣州並外銷歐美國家，粵商、

徽商和閩商因此組成茶葉之路的鏈條。1757年廣州一口通商，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廣州十三行時

期，中國外銷茶在此形成完整的生產流通體系。茶農經過烘茶、挑茶、包裝之後，將茶葉出售予

茶販，茶販將收購到的茶葉匯集到茶莊，茶商們將茶葉加工後發往廣州十三行，行商將茶葉賣給

各國商人，最終流入國外市場。此一產業大大促進了嶺南茶葉種植、茶文化以及粵商的發展。同

時，廣州河南區也逐漸形成街市商業區。茶葉的大量出口，促使了嶺南地區大量外向型茶葉加工

區的出現。當然，這一條影響世界的茶葉之路的形成，並非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而是一口通商

政策影響下的特殊結果。

[關鍵詞 ] 清代 廣州 十三行 茶葉 中西貿易

中國是著名的茶葉王國，茶葉及其衍生的茶文化發端於神農、聞於春秋、興於唐宋、極於明

清，數千年薪火相傳，不僅培育出享譽世界、豐富多彩的茶葉品種，也形成了源遠流長、內涵深

邃的茶文化。19世紀以前，茶葉在中國本土以外尚難大量種植成活，其他國家也沒有掌握複雜

的茶葉加工技術。通過貿易、宗教與文化交流，這片神奇的小小茶葉承載着中華文明，成為中西

物質與文化交流的載體。而在清代廣州十三行的貿易體系中，茶葉更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

宗，繼絲綢之路、瓷器之路之後，茶葉之路由此展開。由清代廣州十三行出發的茶葉如蝴蝶振動

翅膀，捲起了世界貿易的一場旋風。

一、茶葉之路的源頭與中轉

中國本土及西方社會對茶葉的雙重需求加速了中國茶葉貿易的發展，而歐美社會最青睞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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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卻是在北緯27至30度的中國皖南、浙贛和閩浙交界的重巒疊嶂之地生長。其所產由於得天獨

厚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這片地域成為茶葉之路的源頭，即徽茶和福建茶。

徽茶，即徽州茶，古徽州各縣有產，徽州茶商是徽商的重要組成部分。白居易《琵琶行》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早在唐朝，原屬祁門之浮梁已是茶葉的集散

地。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徽州茶葉銷售大增，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清朝

乾隆年間，全國各地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而廣州則是中心，稱為“漂廣東”，謂之“發洋財”，

與十三行行商聯繫密切。由於外商求購茶葉一向於徽州等地採買，經由江西進入粵省，再通過十

三行行商對外出口，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赴粵貿易茶葉的徽商之興盛。 王振忠云：鴉片戰爭以

前，十三行商人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專攬茶、絲及其他大宗貿易。廣州對外茶葉貿易中，徽州茶

顯然佔有重要地位。 據馬士（H. B. Morse）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所述當時通

過行商出口的茶種，包括：紅茶、武夷、工夫、混合工夫、色種、綠茶、松蘿、屯溪、貢熙骨、

貢熙。 一般而言，通過十三行行商外銷的安徽茶葉主要是綠茶，每年經由水道運往廣州，品種

不下於十種。

福建作為產茶大省，茶史至少始於唐代。唐代陸羽《茶經》載：“（茶）嶺南生福州、建州、

韶州、象州。其思、播、費、夷、鄂、袁、吉、服、建、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

佳。” 武夷茶和方山露芽被視為珍品。18世紀30年代左右，崇安縣令聘黃山僧以松蘿法制之，

聲名大振，武夷茶成為與松蘿茶並駕齊驅的名茶， “享天下之盛名”， 崇安也成為武夷茶的

生產中心。

閩茶生產能夠根據外銷情況，靈活改變其生產銷售策略。憑藉强勁的生產力和靈活的產銷策

略，福建地區成為外銷紅茶的主要貨源地。西方國家對茶葉的需求與日俱增，即便如此，閩茶仍

可滿足外貿市場的需求。自廣州港出口的紅茶多由福建地區生產，而福建地區也因此成了各地茶

商聚集之地。

綠茶帶有苦澀味，對慣於喝茶的中國人來說樂於接受，但對於極少接觸茶葉的外國人來說便

完全不同。利瑪竇（Matheo Ricci）曾評價中國綠茶：“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 綠茶難

以在西方市場站穩陣腳，而武夷山產茶區出現了發酵茶──首先是全發酵的紅茶，以後又發現了

半發酵的烏龍茶。茶葉發酵後，能去掉原有的苦澀味，使茶葉變得更加醇香。武夷紅茶味道濃

烈，符合外國人的口味，經多次沖泡味道不散，其消費成本又相對要比綠茶低，因此逐漸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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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市場，英國與歐洲國家逐漸興起了飲用紅茶的熱潮。英國之外，葡萄牙人、荷蘭人、俄羅斯

人都消費一定數量的茶葉，來自中國的茶葉成為世界性的飲料。 西歐茶葉消費從綠茶為主轉向

紅茶為主的過程在 18 世紀 20 年代基本完成。據馬士記載， 1739 年，其公司與廣州“合約訂購

大量武夷茶，……這種便宜的黑茶（亦名棕色茶，而中國人叫紅茶），構成茶葉投資的較大部

分”。

清代中期，紅茶與烏龍茶超越生絲，成為清朝輸出的首要商品。在各類茶葉中，紅茶排在首

位。 1838 － 1839 年，廣州口岸輸出紅茶 32,495,066 磅，綠茶 7,728,800 磅，共計 40,223,866

磅， 即約為18245.5噸。其中，紅茶約佔中國茶葉輸出總數的80%。清朝對歐洲國家的貿易之

所以能長期保持出超的地位，與紅茶的輸出有極大的關係。

閩茶在國內轉運的過程中，由於長途運輸、外銷的需要，為大量勞動力提供了解決生計的途

徑。為滿足外銷需求，閩茶在廣州進行的再加工促進了當地茶葉加工業的發展，茶葉加工場中的

僱用關係及明確分工，大大推動了廣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

市場的繁榮促使植茶區迅速擴大，植茶業蓬勃發展，也使原來的落後地區成為經濟活躍區。

當時福建的茶區吸引了衆多外來勞動力，這種僱用勞動又促進了當地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福

建茶區能準確把握市場動向，根據國際市場需求適時調整產銷策略，“工夫”、“白毫”、“色

種”的出現便是最好的證據。福建紅茶不僅口感獨特，更重要的是擁有適應不同消費群體的茶

種，這是閩茶能夠快速搶佔市場的有力武器，出口數額亦隨之大幅攀升。

茶葉之路的源頭是福建和安徽，但大量的茶葉要集中到廣州並外銷歐美國家，粵商、徽商和

閩商組成了茶葉之路的“鏈條”。梁嘉彬先生 1981 年為《中華百科全書》撰寫的《十三行》詞

條中，依據早期來華葡人和西班牙傳教士的有關記載，確認明代嘉靖年間已有十三行。他寫道：

“當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綱’、客紀’，準備與葡人交易，以廣人

及徽、泉等商為之的紀錄，蓋因輸出貨大宗貨為茶、絲、絹布、磁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

州、泉州及廣州商人分別經紀其事，當時中國對外貿易已有集中於廣州為輸出入總口之勢。近查

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可以看出當時已有十三家商號（行）在廣州壟斷貿

易，廣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葡人在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門之

前，已經和廣州當局及商號有廣泛的接觸了。這些商號便是後來為世所熟悉的‘廣州（廣東）十

三行’。”

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茶的流通環節已經形成完整、明確的生產流通體系，基本轉運程序

是：茶農－茶販－茶莊－茶商－十三行－洋商－外國消費者。茶農經過烘茶、挑茶、包裝茶葉之

徐曉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產考證》，《中國農史》（南京）1988 年 2 期。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

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268頁。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 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282頁。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主編：《中華百科全書》第一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1年，第38－39頁，轉

引自梁承鄴、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考〉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年

出版，第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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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留下一部分供家庭消費，將多餘部分出售給收購茶葉的茶販，茶販將收購的茶葉匯集到茶

莊，茶商們將茶葉加工後發往廣州十三行，行商將茶葉賣給各國商人，最終流入國外市場。安徽

和福建茶商在茶葉外銷貿易網絡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自 1757 年乾隆規定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後，“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 每當茶季，本地及外地

茶商便在星村、赤石建立臨時採買所，收購毛茶，加以鑑別，烘培、調和及包裝，再運至廣州。

此外，廣州的行商中很多是由福建一帶移居廣東的，如潘啓官及伍浩官兩位著名行商的先世均是

福建人，潘氏先世潘文岩，乃福建漳州龍溪人， 而伍浩官先世乃福建莆田人。 廣州十三行行

商中一半以上是福建人，從福建運茶到廣州出口的茶商大多也是閩南人，而據亨特 （William

C. Hunter）的記載，行商浩官在武夷地方自擁茶園，生產功夫茶，“他在武夷山區擁有大片茶

園，每年將從該處出產的名茶──功夫茶運往倫敦，它在英國市場上很受歡迎”。

全國的茶葉向廣州集中的路線有很多種，除了少量福建茶葉通過海路用帆船運至廣州外，大

部分茶葉都是通過內陸河運結合陸路運輸的。

紅茶或武夷茶的主要倉儲地在江西河口鎮，距福建最大武夷茶市場星村只有115公里，再從

那裏經錦江輸運。茶農首先將茶葉運往距離272公里處的南昌，然後再沿贛江順流而下，渡過十

八灘，再經過贛州，直達大余或南安府。那裏是自南昌開始的628公里的茶葉之路上江河航行的

終點。茶葉箱再從那裏由腳夫們人背肩扛，跋涉最遠66公里，也就是到達該水系分界限的另一

端。他們必需翻越高達300米的梅嶺關及其群山。在始興，人們將茶箱裝上體積很小的內河運輸

船，從北江的源頭之一順流而下，一直到達曲河；再從那裏換大船，直接駛往距離梅嶺山腳下

507 公里的廣州。在此期間，共有 3 至 4 次的運輸轉換，全程 1,588 公里。這就是武夷茶到達廣

州十三行的過程和路線，也是中國國內茶葉之路上的“南道”。這條路比中國北方的茶葉倉儲地

蘇州（江蘇）的道路稍短一些。蘇州之路長達1,973公里。但由於走的是長江與大運河，其航行

反而要暢通得多。這就是中國國內茶葉之路上的“北道”。北道是陸路與水路相結合的行程，既

迅速又廉價，而且損耗較少。

綠茶主要產於松蘿山西北端的徽州以及婺源，由此而產生了綠茶“松蘿茶”，而松蘿山正是

將安徽與浙江分隔開的山脈。綠茶的主要市場是小城錢塘，距杭州36公里。從那裏再沿恫江向

西南方向駛去，經過 396 公里的航程之後，便到達了江西省邊境上的常山。茶葉在那裏卸船之

後，又由腳夫搬運而翻過群山，然後到達玉山，再經水路航行66公里，到達河口鎮。綠茶與紅

茶在那裏匯合，再分別取道山路和江河航路，直赴廣州。可見，中國茶葉海外貿易的轉運過程，

必然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帶動了過境地區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國內交通網絡與海外市

場的銜接。

這就是清代中期國內的茶葉之路，它與從南京開始的絲綢之路、從景德鎮開始的瓷器之路在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630《兵部‧綠營處分例‧海禁二》，光緒朝版，第 771頁。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260頁。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283頁。

[美]亨特（William C. Hunter）：《廣州番鬼錄 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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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匯合，再延伸到世界各地。

然而，這條茶葉之路也有很大的局限。十三行茶葉貿易的昌盛是建立在清朝“一口通商”的

基礎上的，清政府把西方國家來華貿易嚴格限定於廣州，而不是茶葉的主要出產地安徽和福建，

由於廣州距離茶葉產地十分遙遠，因此長距離的轉運過程雖然間接促進了地區之間和過境地區經

濟的發展，但這並非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18世紀的中國，茶葉的出口交易只在廣州一處，通

向廣州的路途千辛萬苦且花費不小。一如茶商在回憶錄裏記述的那樣，從武夷山到廣州，那些鮮

嫩的茶樹葉子要換七次船、交四處稅，也制約了中國茶葉的更大發展。

二、茶葉之路的樞紐──十三行

1757 年起清政府實行對西方國家“一口通商”制度，賦予十三行行商對外貿易的特權。政

府規定，凡茶葉、生絲、土布、綢緞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承辦，唯有瓷器、其他雜貨，才

允許散商經營。“外蕃各國夷人載貨來廣，各投各行貿易，……唯帶去貨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時

定價代買”， “公行之性質原專攬茶、絲及各大宗貿易”， 行商實際上主要是從事茶葉海外

出口貿易。而十三行成立不久，1727年7月英船麥士里菲爾德號（Macclesfield）抵達廣州，該

船的報告謂：粵海關監督已出佈告，禁止全部低級商人，或不是公行的商人與外人來往或貿易，

如作瓷器貿易者，繳付新公行20%，他們中間作茶葉貿易者，繳付40%。 這一制度促成十三

行市場的交易興旺，而行商中的潘振承在承充對外貿易中，逐漸發家致富，成為行商首領，同文

行經營的茶葉和生絲的出口量均居行商的前列。據統計，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1772－

1780），廣東商人賣給英國的茶葉達到169,543,262磅，每年平均18,838,140磅。 廣州出口的

茶葉佔據着對外貿易的重要位置。隨着貿易的深入，廣州出口商品結構發生變化，茶葉一躍而成

為出口商品的首位。“廣州的出口貨物包括許多項目，但茶葉為最大的一宗。歐洲其他國家的洋

行加起來，他們購買茶葉的總量過去大大超過英國一個行的購買量”。 茶葉“不僅是當時廣州

對英國的首要出口貨，也是對一切國家的首要出口貨”。 茶葉貿易所佔商品總貨值相當大的比

例，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廣州出口的茶葉貨值達到193,132,325銀元，

佔同期出口商品總貨值318,301,541銀元的64%。 鴉片戰爭後，茶葉出口貿易依然居首位，道

光二十六年（1846），廣州出口茶葉貨值達到 17,199,374 元，佔同年廣州出口貨值 23,198,493

元的 74.14% 。

梁廷枏︰《粵海關志》卷 25《行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492頁。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129－ 130頁。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

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64頁。

[美]斯當東（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3年，第 542頁。

[美]斯當東（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3年，第 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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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通商，行商無疑獲得了壟斷價格的權力，在內外貿易中，通過對價格的操縱，從中獲得

豐厚的利潤。

首先，茶的價格是由十三行所操縱的。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公佈特許狀時期，茶商以平均每擔

20.2 両的價格將茶葉出售給行商，行商則以 27 両的價格轉售給東印度公司，從中獲得約 3% 的

毛利。 十三行有議定茶葉價格的權利， 1720 年十三行公行成立之初，就規定行商應共同議

價， 1755年訂下的“防夷五則”雖沒有明確規定十三行行商能訂定貨價，但東印度公司大班卻

認為這些規定的真實意圖是將全部貿易交於少數行商之手，他們可隨意定價。1778年東印度大

班抱怨：“如有十三行公行交易，貨低價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方講話。”

再者，行商為了確保茶葉的出口貿易，與外商茶葉貿易共同採用“茶葉合同制”，這種茶葉

貿易合同制包括了茶葉預付款、毛織品與茶葉份額的分配等方面。而所謂的茶葉預付款是指公司

向行商購買茶葉以前，先與行商訂立一份供應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的總價值，向行商預付一定

的款項。茶葉從栽培到首次採摘需四年時間，而茶葉需求變化巨大，茶樹的種植根據茶葉的需求

而改變，需求增加的時候，短期內無法保證其供應量。早在18世紀30年代之前，歐洲商人與行

商在茶葉貿易上已開始實行合約制，以保證中國茶葉的長期供應。

從18世紀30年代起，為了確保歐洲茶葉市場的穩定供應，歐洲商人向十三行行商預付貨款

已成定制。其方法是預付茶款的50－80%，這應是契約所規定的內容。 為了處理在貿易過程

中存在的困難，公司大班隨着在廣州貿易的繼續發展而改變方法，即不再將所有賬目結束及跟隨

他們的船隻離開。在公司的交易中，經常有預付款。通過預付款方式，行商可以在資金充裕的情

況下保證茶葉的供應穩定，暫時維持因債務危機而可能停頓的貿易合作，也能從茶產區中獲得充

足的茶葉供應。如求官欠公司 20,388 両，公司為了不因催逼他清償 1776 年的債務而致使他破

產，同意了他預付價款和貨物的要求。“23日，求官答應四天內着手將他們的武夷茶包裝。1月

25日，‘求官宣稱，由於沒有錢預付給內地商人，所以無法向他們取得武夷茶和綠茶，如果管

事會預付給他3,000両，他就立刻包裝……’” 同樣，行商瑛秀欠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公司的

債款，但為了使貿易維持下去，荷蘭公司準備預付價款，“四天後，瑛秀交來上等茶葉價值

1,000 両，並承擔‘本月內包裝武夷茶 2,000 擔，每擔價銀 11 両’，正常的價格是 14 両”。

行商與茶葉批發商也簽訂同樣的契約，並支付預付款、又以同樣的方式通過茶葉貿易網絡與

產茶區的生產者簽訂契約並支付預付款。外商用來預先支付茶款的銀元，每年由外商轉到廣州的

十三行行商，再由茶商從廣州帶到閩北。通過契約和預付款制度，茶葉供應可長期穩定。

Samuel Ball, 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8, pp. 353－354.

許地山：《達衷集》卷下，北京︰商務印書館， 1931年，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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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345－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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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國茶葉外銷興盛時期。由於世界茶葉市場的需求和國內茶葉生產的發展，茶葉出口

迅速擴大，一躍而成為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之一。茶葉貿易對茶葉生產、經濟繁榮產生了積極的

影響。 170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一艘總噸位不到 340 噸的商船肯特號（Kent）來廣州開展

貿易，裝運回國的貨物中，僅茶葉一項就佔了 117 噸，茶葉已取代生絲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商

品。 18 世紀 20 年代後，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已變為茶葉， 19 世紀茶葉佔出口總值的比重更

高。從主要外貿口岸廣州的情況來看， 1817 － 1833 年，茶葉佔出口總值的比重除 1818 年為

23.5%外，其餘各年均在 43.2－ 60.5%之間，平均比重為 51.1%；佔土貨出口總值比重除 1818年

的 31%外，其他各年均在 49.5－ 71.7%之間，平均比重高達 60.8%。 荷蘭是最早將茶葉運到

歐洲的國家，18世紀20年代以前，荷蘭主要以巴達維亞為據點，茶葉是其中主要貨品。及後的

廣州貿易中，茶葉仍是荷蘭的首選商品。直到1795年荷蘭人退出廣州茶葉貿易前，茶葉佔荷蘭

輸出商品總值大部分年代保持在 70 － 80% ，有時甚至超過 85% ，在已知的 15 年中，平均比重

高達83.05%。 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參與茶葉貿易起，茶葉貨值佔自中國輸出貨值大部分年份保

持在 50%以上。到 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集中力量經營茶葉貿易”，所佔比重提高到 85%，

19 世紀初更高達 90% 以上。到“公司壟斷的最後幾年中，它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茶

葉”， 公司的賬目都是以茶葉投資作為成本而核算的，難怪有人把茶葉貿易比做“東印度公司

商業王冕上最貴重的寶石”。

十三行的經營範圍在廣州，但其通過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和外商的轉手，成為國內市場和國

外市場的橋樑，具有經營對外貿易和經辦外交事務的雙重職能，體現了參與國際市場活動的功

能。

三、茶葉之路對嶺南社會和粵商的影響

十三行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的中心後，也對嶺南社會產生多方面影響，促進了嶺南社會變

遷和發展。

首先是促進嶺南茶葉種植及茶文化的發展。嶺南素產茶葉，明代時，嶺南傳統的花卉、果

蔬、甘蔗等經濟作物的生產仍持續增長，而茶葉的種植面積更較以往大大增加。例如，廣州舊河

南（今海珠區）遍種茶葉，所產的“河南茶”頗為知名，西樵山更有“茶山”之稱。“珠江南岸

三十三村多藝茶，有家園茶，蓼涌南村市頭等處，亦多藝茶。其嫩芽充河南茶，以售於外；其老

葉曰家園茶，亦曰老茶；有白雲茶，產滴水岩白雲頂諸處。近日慕德里屬之茶山，鹿步屬之慕

源，亦多種茶，皆有茶莊”。 鶴山、台山等地也盛產茶葉。廣州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中心，

汪敬虞：《中國近代茶葉的對外貿易和茶業的現代化問題》，《近代史研究》（北京）1987 年 6 期。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 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255－ 258頁。

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Springer, 1982, pp. 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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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了嶺南茶葉種植興旺發展，嶺南生產的茶葉也加入到出口行列，“不僅是當時廣州對英國的

首要出口貨，也是對一切國家的首要出口貨”。 在此基礎上，嶺南社會重視茶葉的培育，培育

出潮州的烏龍茶、英德紅茶及綠茶等系列。

廣州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中心，也促進了嶺南社會特有的茶文化發展。由於嶺南自古具有

“重商”的價值取向，“飲茶”也從家庭走向市場，使廣東的茶文化具有較濃厚的商品經濟特色。

廣東較早出現人們聚集飲茶的居所，如茶室、茶館、茶寮、茶居、茶樓等，名目繁多、形式各

異，也出現潮州“功夫茶”等嶺南“茶道”。

其次是促進了粵商的發展。茶葉貿易造就了富可敵國的十三行商，也促使更多的商人加入茶葉

貿易，促進了粵商的發展。廣東內外市場需要大量的茶葉，大大刺激了廣東商人踴躍投資經營茶葉

貿易。在道光初年（1830），番禺縣商人隆記行老闆張殿銓，“在城西十三行自設隆記茶行”，專

門經營安徽茶葉販運出口，資本雄厚，至道光年間，已有夥計和經理等職員一百多人，經常給一些

中小商號貸款做販茶生意，至咸豐四年（1854），計各商號欠其款項者“不下四十餘萬金”。

廣州茶葉的大量出口，促使了嶺南地區大量外向型茶葉加工區的出現。為滿足外商對茶葉包

裝及品種分類的要求，廣州的一些茶行商人設立了茶葉加工廠，對所收購的毛茶進行深加工，大

多設在珠江的南岸。這類加工工場主要是行商通過茶行開設經營的，而名氣好的茶行都設在十三

行商館區對岸的河南。據外國人記載，當時茶葉加工場規模相當大，“我們坐船渡過珠江，進入

一短程運河，便把我們引到人煙稠密的郊區。很多大的茶行就在眼前”，它們多數是十三行行商

所興建或控制的，“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寬敞的兩層樓的建築，下層堆滿了茶葉和操作工具，上

層擠滿了上百的婦女和小孩從事於揀茶和把茶分為各種各類的工作”。 茶葉加工的規模甚大，

這僅是普遍的其中一間。這些婦女和兒童的工資按件計算，每斤六文，平均每人每天可得六十

文──相當於三個便士……男工們的工作是發出毛茶及收回經揀剔後的茶葉。

廣州珠江南面的擴展工廠受廣州海外貿易出口需要而設，一些茶葉按外國商品需求而加工成

花熏茶等產品。珠蘭茶就是經過多重工序後才完成的外銷茶，花熏茶也在茶工場製成，外銷花熏

茶差不多全部都在廣州製造，其製作工序繁雜，要求較高。根據茶葉加工製作工序所採用的材料

和工藝方法，這些加工茶廠生產出小種茶、白毫茶、珠蘭茶等精工細作的茶葉。這些加工廠分門

別類地制定各類名優茶的加工標準，統一工藝，實現標準化和規格化生產，逐步使每一類名優茶

都形成一定的產量和銷售量，增强市場競爭力。

同時，河南也逐漸形成街市商業區。原來清初河南有73條村，清中葉後，已有40條小村成

為街道，據《廣州城坊志》及《廣州省城圖》所記，變為街道者有鰲洲正街、外街、內街（隔龍

溪和龍溪西約）、福地里（今同）、福場大街（今南華中路）、南岸大街（今洪德路中段）、洲

頭咀（街市 8 條）、洪德大街（今洪德路）、寶龍大街等。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一種，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5年，第 10頁。

[清]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卷 2，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年，第 46頁。

Robert Fortur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London: John Murray, 1857, p. 197，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

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485－ 486頁。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4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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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茶葉的質量有所保證，行商非常注重茶葉的生產及包裝，不少行商在福建等地擁有自

己的茶莊，專門生產茶葉，這些茶莊的主要業務就是茶葉批發，同時還經營茶葉的精加工，即將

自茶販處收購的毛茶（粗茶）根據市場的需要和標準進行分類、包裝後再加工。如行商浩官在

武夷地方自擁茶園，生產功夫茶。也正如Samuel Ball說：在星村，廣東行商或茶批發商擁有大

的包裝處，在裏面從事適合於外國人的最後之包裝，包括類別、再制、調和等工作的制茶場。

據《編年史》記載， 18世紀末還出現了受僱於公司及各個商號的“茶葉專家”，專司“品嘗”各

茶葉的品級，並負責評定價格。

行商在廣州擁有自己的包裝廠，僱用成千工人為其工作。首先要將茶葉分等級包裝，上等茶

葉需裝以小盒，粗茶需用大箱，需要找木匠按要求製造。更精美的茶葉需用大小適當的鉛筒，大

箱也需用鉛條包邊，也需要鉛匠來完成。包裝工人裝茶以後，通常會請漆工塗飾一些花卉和奇異

的花樣。儘管只有裝載最上等茶葉的小盒子才加漆繪，但這一道工序還是需要僱用很多人手。凡

未經塗繪的箱子，則要貼上紙封面，上面用英文印有船的名稱、茶的種類等等。貼紙加標記之

後，需用蓆子包好縫好，用藤條扎牢，為便利起見，外面還要再加貼一個標簽。所有這些包裝

手續完成以後，茶箱即準備裝船，然後去僱“西瓜船”或駁船將之運送到停泊在黃埔的海船旁

邊。 完成這些程序之後，外銷茶才算最終完成。

包裝完好的茶葉較難變質。過去，有時為了裝滿一船貨，貨船要在廣州花費一年的時間，且

要經一年才能抵達倫敦，接着又要存儲一年，這時，這批茶可能已是三年的陳茶了，但它和三個

月的新茶沒甚麼區別。1955年，一個茶商發現一桶密封的、屬於其死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祖

父的茶葉， 115 年後，這茶依然完好精緻。 1745 年 9 月，瑞典商船“哥德堡號”即將完成她的

第三次中瑞航行，駛入哥德堡港，然而，就在離岸約900米遠的家門口觸礁沉沒了。1984年“哥

德堡號”被考古工作者發現，由於茶葉封裝良好，一些茶葉打撈出來後，還可以聞到迷人的芬

芳，完全能夠飲用。

廣州茶葉貿易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中國茶葉被運銷西方，也導致了西方消費習慣的變

化。許多西方近代先進技術、理念、全新的植物品種、近代機器設備和文化，也都在絲綢與茶葉

的運銷過程中傳入了中國，加速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步伐。廣州是中國於18世紀向西方出口茶葉

的主要港口，甚至在某些時期是唯一港口。“天子南庫”中的一大項收益便來自茶葉。廣州港不

僅對海上絲綢之路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認為是海上茶葉之路的主要始發港。

Samuel Ball, 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8, p. 138.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

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411頁。

Chinese Repository, Vo1. VIII, July 1839, pp. 144 － 149 ，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 －

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264－ 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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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簽定了南京條約，開放自由貿易及五口通商，十三行制度隨之而廢

除，廣州失去了茶葉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19世紀50年代，上海、福州的茶葉出口值已超越廣

州。歐美列强爭奪營銷茶葉之重利，中國茶葉源源輸出歐洲及美洲，1886年外銷量高達13.4萬

噸（268 萬擔），創歷史新高。

在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中，歐美國家要跨越 25,000 英里（幾乎半個地球的距離），航行時間

耗時半年。為了縮短運輸時間和降低成本，美國率先設計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 1845

年，750噸級的彩虹號（Rainbow）首航至中國運載茶葉等土特產，引起西歐各國的矚目，競相

發展快速帆船，掀起海上運輸之競賽。直至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蒸氣輪船才取代快速帆

船。

這個時期的許多重要技術對世界貿易格局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長時間佔中國出口商品首位

的茶葉當然首當其衝。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及倫敦上海之間的海底電纜的完成，預示着中英茶葉貿

易將發生重大變化，但中國人並未因此而改變茶葉生產和經營模式。此前，世界茶葉價格向以中

國為風向標，基本決定於上海、福州、漢口等埠茶葉的供求狀況，外商要通過茶棧及中國商人才

能瞭解到詳細情況；加之路途遙遠，運輸沒有保障，因此倫敦需要大量存貨。新的通訊技術產生

後，倫敦可以隨時瞭解中國的茶葉行情，直接派人來華採辦。運河通航後路程大大縮短，倫敦沒

有必要再大量囤積茶葉，完全可以根據國內需求數量來決定存貨多少。總之，“從前產銷雙方，

遠隔重洋，不通聲氣，全賴一般僑商，居間販賣，彼等操其計贏，往往數年之間，立成巨富，榮

膺大王之號。至是營業方法，已由間接變為直接，謂之茶葉革命，亦無不可也”。

為了根本解決茶葉貿易受制於中國的根本原因，英國商人在茶葉種植上力圖打破非中國本土

不可的限制，開始去其他地方尋找市場更好及質量更高的茶葉，以更有效的方式與中國茶商進行

競爭。 18 世紀 80 年代，一位名叫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的英國植物學家前來中國，

將茶樹種子放入一個用特殊玻璃製成的便攜式保溫箱中，偷偷地帶上了開往印度的輪船，在印度

和斯里蘭卡試種成功，形成大規模的茶園，其機械化生產技術，衝擊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而中

國當時仍然採用手工加工製作，茶葉加工製造的承擔者，一頭是經營農業為主的小茶戶，另一頭

是經營商業為主的茶棧茶行。因此，外國茶葉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產量和質量方面超過了中國，

導致中國茶葉出口銳减，逐漸喪失了茶葉大國的地位。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 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第 10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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